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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岳书敬 邹玉琳 胡姚雨

〔摘 要〕 采用 SBM 方向距离函数测度了中国 96 个地级市 2006 － 2011 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以其作为切入点，分析了

产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效应。结果显示: 2006 － 2011 年全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显著提升，但变异系数增加; 绿

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多集中在东部，中西部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低; 产业集聚和绿色发展效率呈 U 型关系，随着产业

集聚的增强，绿色发展效率先降低后升高，当产业集聚达到一定水平后，可以提升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对城市的绿色发展具

有积极作用; 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开放程度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

影响则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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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稳定增

长和城市竞争力的不断加强，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

日益严峻。一方面，中国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国内生

产总值不断攀升: 最新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城市经济

至 2012 年的年均增长率达 11． 8%，超过一半以上

的城市增速高于全国年均增速，集中在城市的第二、
三产业更创造了国民经济总量的 90%。另一方面，

城市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为可持续发展敲响了

警钟: 水域方面，在全国 138 个主要城市河段中，有

133 个河段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西安、北京等城

市已出现供水危机; 空气方面，仅国内城市排放的二

氧化碳量就已占据全国排放总量的 87% ; 固体废物

方面，全国三分之二的城市被每年产生的固体垃圾

包围，城市水体、空气污染也因此进一步加剧。
产业集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产业向

城市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城市

的发展壮大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产业的逐步集聚。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有学者研究了集聚对城

市经济的利弊影响; 伴随环境问题的出现，又有学者

研究了集聚对城市环境的正负作用。对于尚处于发

展阶段的中国而言，一方面需要城市经济的继续发

展，另一方面需要城市环境的持续改善。于是，既考

虑经济因素、又考虑环境因素的绿色发展应是中国

城市发展的现实途径。那么，产业集聚如何对城市

的绿色发展产生影响? 在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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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影响

如何，是积极还是消极? 这将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为有效衡量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

综合效应，本文将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纳入城市

生产过程，将基于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出的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作为产业集聚的影响绩效，以

全国 9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产业集聚

对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效应，并据此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对象紧密关联的文献主要有两类:

绿色发展和产业集聚。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

源、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尝

试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发展的分析框架中，

但大多是从省份或者行业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城市

角度进行分析的相对较少。如国内学者王兵等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考虑资源环境因素下

的中国 30 个省份的 1998 － 2007 年间的环境效率及

其成分，并对影响环境效率增长的因素进行了实证

研究，认为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均集中在东部，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因素等均对环境效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1］。李斌等基于中国 36 个行业工业

的投入产出数据，认为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对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改变中国工业的发展模式，但

环境规制存在“门槛效应”［2］。李玲等从行业角度

出发，运用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包含能源消

费和污染排放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了区域工

业增长质量的差异［3］。
由于产业集聚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因此有学

者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对城市发展进行了探讨。产业

集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经济和环境两个角

度: 从经济角度来看，产业集聚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也可能不利于经济增长; 从环境角度来看，产业集聚

可能加重环境污染，也可能减轻环境污染。
产业集聚可能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如下:

产业集聚能够提高城市劳动生产率，因为产业的空

间集聚有利于发挥学习效应，高度的专业性技能、信
息和知识能够通过地理位置上的集中而传播和扩

散，企业间可以通过互相交流经验和技艺来提高劳

动生产率［4］; 由于空间位置的邻近，企业间交易所

需的交通运输成本大大降低［5］; 产业集聚加强了产

业内企业的集中及关联，有利于发挥公共设施和中

间投入品的规模效益; 产业集聚还能通过支撑机构

和产业内部各企业的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城市创新系

统，从而提高整个产业的创新水平，促进城市的创新

绩效［6］。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可能不利于城市的

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导致企业技术创新比较容易被

模仿和复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知识和技术溢出效

应的发挥［7］; 同行业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会产生激

烈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不利于城市的经济增

长［8］; 越来越多的企业集聚后，会产生负外部性，公

共基础设施饱和带来了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从而加

剧了企业间的恶性竞争［9］。
产业集聚对环境的影响同样可以分为正负两个

方面。一方面，产业集聚可能会加重环境污染: 产业

集聚将直接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张及经济总量的增

加，而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规模增长，绝大部分

的环境污染都来自经济规模的增加［10］; 产业集聚提

高了生产效率，但当效率的提高仅扩大了生产规模

和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在产出部分和环保节能过程

中并无改进，将导致更多的污染［11］; 对于特大型城

市，产业集聚将导致产业和人口的过度密集，破坏城

市的环境循环体系，恶化城市环境［12］; 当市场化水

平较低时，工业集聚的拥挤效应较大，资源消耗的速

度超过资源再生速度和环境承载极限，将导致环境

污染加剧［13］。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可能减轻环境

污染: 经济活动在单位区域面积上的集聚有利于减

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提升环境质量［14 － 15］; 产

业集聚会引发竞争效应、技术进步及扩散，竞争压力

会促使企业通过积极的环保行动来增强企业间的差

异性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16］; 当市场化

水平较高时，法治、制度得到完善，污染治理效率增

加，环保技术创新增强，产业集聚可以使环境污染得

到改善［13］。

三 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
效率影响测度

本文使用考虑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的绿色发展

效率衡量产业集聚对城市发展的综合影响: 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给定资本和劳动力，如果获得更

高的 GDP 产值，则有助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 在其

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给定能源消耗，如果获得更高

的 GDP 产值和更少的环境污染，则有助于绿色发展

效率的提升。同样，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正向

经济溢出可以表现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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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发展的正向环境溢出也可以表现为绿色发展

效率的提升。因此，本文以绿色发展效率为因变量，

探讨产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发展“经济溢出”和“环境

溢出”的综合效应。
1．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测度模型

根据 托 尼 ( Tone ) 、福 山 ( Fukuyama ) 和 韦 伯

( Weber) 的研究，考虑能源、环境因素的城市发展绿

色效率评估模型为［17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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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 ) 中，St
v 表示绿色发展效率; ( xt，k'，yt，k'，

bt，k' ) 分别是城市 k' 的要素投入、“好”的产出变量

( 即 GDP)、“坏”的产出变量( 即污染排放) ; ( gx，gy，

gb ) 表示好产出扩张、投入及坏产出压缩的方向向

量，这里取欲求解特定城市的投入和产出数值; ( sxn，
sym，sbi ) 表示要素投入、“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松弛

变量，松弛变量越小，表示特定城市与“最佳实践者”
的距离越小。目标函数是投入无效率、“好”产出无效

率、“坏”产出无效率平均值的最大化，目标函数值越

大，表明该城市的无效率值越大，其绿色发展效率越

低; 当目标函数为零时，表明该城市处于最佳生产边

界，不存在投入过多、排放过度和产出不足的现象。
2． 相关数据及处理

考虑到 2005 年及以前年份的《中国环境年鉴》

不包含本文研究所需的污染治理成本数据，同时其

虽然给出了 102 个城市的能源和污染数据，但金昌

和克拉玛依没有外商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且考虑

到 4 个直辖市的相应数值过大，可能会对结果造成

影响，故而选择剩余 96 个城市 2006 － 2011 年的数

据为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
计算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相关数据处理如下。
( 1) 生产投入

本文除考虑资本及劳动力投入外，还考察了能

源投入。采用大部分文献的方法，将各城市 2006 －
2011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作为劳动力投入，固定资

产投资额作为资本投入，以上两种数据在《中国城

市统计年鉴》中均可获得，能源投入用燃料煤消费

量衡量。
( 2) “好”产出和“坏”产出

其中，“好”产出选用 96 个城市 2006 － 2011 年

的地区生产总值，其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坏”产出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

非期望产出( 主要考虑到二氧化硫的数据比较容易

获得; 同时，我国也是世界上二氧化硫排放大国，国

家已将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中) 。
3．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和数据，构造资源、环境约束下的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生产边界，如表 1 所示。
2006 －2011 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的平均值为

0． 5042，2006 － 2010 年无效率值有明显下降趋势，但

变化不大，主要围绕 0． 5 波动。2006 －2011 年全国绿

色发展无效率值的变异系数平均为 0. 2919，2009 －
2011 年显著大于 2006 －2008 年，表明无效率值较低、
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优势持续扩大，与无效率值较

高、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差距不断增加。

表 1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统计

无效率值 变异系数 处于最佳生产边界的城市 绿色发展效率较差的城市

2006 0． 5161 0． 2649 深圳、无锡、长沙 贵阳、银川、赤峰、咸阳

2007 0． 5287 0． 2713 深圳、无锡、长沙 贵阳、铜川、大同、阳泉

2008 0． 5179 0． 2769 深圳、无锡、常州 贵阳、铜川、大同、阳泉

2009 0． 4907 0． 3103 深圳、无锡、常州、苏州 贵阳、铜川、大同、阳泉

2010 0． 4699 0． 3326 深圳、常州、苏州、长沙 贵阳、铜川、大同、阳泉

2011 0． 5021 0． 2954 深圳、无锡、常州、苏州 贵阳、昆明、大同、阳泉

平均值 0． 5042 0． 2919

注: 表 1 中无效率值越高，表明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越低。

从区域视角看，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主要集

中在东部地区，绿色发展效率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

中、西部地区。从各个城市来看，仅深圳每年都处在

绿色发展效率的最佳生产边界上，无锡、长沙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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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和苏州、常州近几年处在最佳生产边界上。绿

色发展效率较低的城市为贵阳、银川、铜川、大同、阳
泉，全部为中西部城市。

从动态视角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市绿色发展效

率在 2006 － 2011 年间有所上升，而中西部地区的大

部分城市变化幅度不大，这与前文给出的中国城市

绿色发展效率变异系数变大的结论相符。具体来

看，东部的石家庄市，2006 － 2011 年无效率值分别

为 0． 5357、0． 5429、0． 5250、0． 5149、0. 4886、0． 4873，

降 低 约 9% ; 吉 林 市 无 效 率 值 分 别 为 0． 6029、
0. 5402、0． 5060、0． 3978、0． 3753、0． 4031，降 低 约

33% ; 青 岛 市 无 效 率 值 分 别 为 0． 4385、0. 4359、
0. 4291、0． 3351、0． 2605、0． 2525，降低约 40%。但东

部地区同样存在几个城市无效率值明显提高的现

象，如齐齐哈尔市，其无效率值在 6 年间从 0． 533 变

为 0． 6486，增加 20%左右; 福州市无效率值由 0． 491
增加到 0． 611，增加约 10%。虽然少数几个中西部

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值出现了降低，但大部分城市

变化不大。

四 产业集聚与中国城市绿色发展
的综合效益分析

1． 计量模型构建

为考察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

响，以现有文献为基础，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将产业

集聚纳入绿色发展无效率函数，并加入外商直接投

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 4 个控制变

量，建立基本计量模型:

yit = α0 + α1 JJit + α2 JJ
2
it + α3 OPit + α4 ＲGDPit

+ α5 ＲDit + α6 GZit + μit ( 2)

式( 2) 中，t 代表时期，i 代表城市; 被解释变量

yit 为绿色发展无效率值，其结果越大表明城市绿色

发展效率越低; 解释变量 JJit 是产业集聚水平，JJ2it
是产业集聚水平的二次方; 控制变量OPit、ＲGDPit、
ＲDit、GZit分别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科
技投入与环境规制; μit 为随机扰动项。

2． 变量选择

( 1) 产业集聚水平( JJit )

产业集聚是本文的关键变量，与多数研究文献

一致，本文用非农就业人口占当年全部城市非农就

业人口之和的比重来衡量产业集聚水平，即: JJit =
FNit / GFNt 。其中，FNit 表示城市 i 第 t 年非农就业

人口，GFNt 表示第 t 年全部城市非农就业人口，JJ2it

用来探讨产业集聚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是否存在非

线性关系。
( 2) 外商直接投资( OPit )

外商直接投资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 来 衡 量 对 外 开 放 程 度，即: OPit = FDIit /
GDPit。其中，FDIit 为城市 i 第 t 年实际使用的外资

金额，参照每年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 GDP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 3) 经济发展水平( ＲGDPit )

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 GDP 来测度。绿色发

展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生活质量和环境质

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 4) 科技投入( ＲDit )

科技投入是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不

仅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也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采

用科技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间接测量，即:

ＲDit = KTit / GDPit 。其中，KT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科

学投入，GDPit 为城市 i 第 t 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 5) 环境规制( GZ1 it、GZ2 it )

环境规制的测度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用

污染治理成本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测量环境规制强

度，这里借鉴李小平等的做法，用工业行业废水和废

气治理运行费用之和衡量污染治理成本［19］; 第二种

方法是用二氧化硫的去除率测量环境规制强度，这里

借鉴张中元和赵国庆的方法，用工业二氧化硫的排放

量占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去除量之和的比例衡量二氧

化硫去除率［20］。污染治理成本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越高，说明政府对环境治理投入越多，对污染问题越重

视，规制力度越强。二氧化硫的去除率越高，说明企业

环境治理程度越高，间接表明政府的环境规制越严格。
3． 结果分析

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特征，

参数估计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模型估计方

法的选择，而面板数据的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和

随机效应两种。通过 hausman 检验，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并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选择固

定效应模型。
表 2 报告了不同变量组合下的回归结果，各因

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基本

一致。其中模型( 1) － ( 3) 是单独考虑集聚的计量

结果，模型( 4 ) 和 ( 5 ) 是考虑集聚二次项的计量结

果。由模型( 1) － ( 3) 可以看出，产业集聚的系数均

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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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着较为明显的负

向作用( 因变量为城市发展无效率项，其数值越大，

表示绿色发展效率越低) 。为分析产业集聚的非线

性作用，模型( 4) 和( 5) 增加了集聚二次项，计量结

果显示: 集聚的一次项为正，二次项为负，且二者都

通过了 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出产业集聚

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存在非线性影响。产业集聚与

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之间呈现倒 U 型的影响关系，

即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产业集聚增加了绿色发展

无效率项，而随着产业集聚的持续增加，越过拐点

后，产业集聚开始减弱绿色发展无效率项。出现上

述结果的原因在于: 在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政府为

发展当地经济进行招商引资，往往通过行政干预的

手段鼓励集聚，出现企业“扎推”现象［21］，而这种表

面的集聚缺乏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和产业之间的相

互融合，因此其经济方面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大; 同

时，为了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园区，政府也会采用放松

环境管制、低价补偿能源土地等要素的方式来吸引

企业，因此产业集聚在环境方面的溢出效应也不大。
但随着产业集聚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单方面

对集聚程度提升作用的推动效果出现边际递减，此

时提升产业集聚更重要的是内在动力和市场力量，

因此这种集聚更具内生联系性和互动融合性，也容

易出现经济溢出效应。同时，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

往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 如越过“U”型拐点，产

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有积极促进作用的城市

有杭州、广州、深圳等) ，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拥有较为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而收入水平较高

的城市居民对环境方面的保护和需求也更为强烈。
这些都导致了产业集聚的积极的环境溢出效应。

表 2 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的计量分析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集聚 JJ
0． 0876＊＊＊

( 5． 38)

0． 0878＊＊＊

( 5． 39)

0． 0870＊＊＊

( 5． 35)

0． 3503＊＊＊

( 6． 49)

0． 3428＊＊＊

( 6． 35)

集聚二次项 JJ* JJ
－0． 0528＊＊＊

( －5． 09)

－0． 0514＊＊＊

( －4． 96)

外商直接投资 OP
0． 2706

( 1． 17)

0． 2693

( 1． 16)

0． 2563

( 1． 10)

0． 3606

( 1． 59)

0． 3502

( 1． 54)

技术进步 ＲD
－0． 9615＊＊

( －2． 41)

－0． 9654＊＊

( －2． 41)

－1． 1173＊＊＊

( －2． 70)

－1． 1261＊＊＊

( －2． 88)

－1． 2282＊＊＊

( －3． 04)

环境规制 GZ1
－0． 0059

( －0． 38)

－0． 0108

( －0． 71)

环境规制 GZ2
－0． 0263

( －1． 44)

－0． 0192

( －1． 07)

经济发展水平 ＲGDP
－0． 0197＊＊＊

( －7． 59)

－0． 0197＊＊＊

( －7． 59)

－0． 0177＊＊＊

( －6． 07)

－0． 0176＊＊＊

( －6． 85)

－0． 0162＊＊＊

( －5． 63)
Hausman 检验结果 46． 290． 0000 46． 170． 0000 49． 440． 0000 68． 640． 0000 70． 490． 0000
样本数 576 576 576 576 576

注: t 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 P ＜ 0． 10，＊＊P ＜ 0． 05，＊＊＊P ＜ 0． 01。

从表 2 的计量结果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对

绿色发展无效率并无显著影响，出现这种结果可能

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无效率的影响具有

双面性。首先，从经济溢出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

入会带来大量先进知识和技术，通过联系效应、示范

效应和人员效应带动国内技术进步及创新，促进效

率提高; 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会加剧国内

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被俘获于低端价值链，对国

内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从环境溢出来看，外商

直接投资的引入可能带来更为先进的绿色生产理念

和节能减排技术，但也可能视国内为“污染天堂”，将

污染产品的生产投向其中。上述相关因素的综合影

响，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

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无显著影响。
本文采用两种不同的测度方法来衡量环境规

制。表 2 的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虽然对城市绿

色发展效率具有积极作用，但并不显著。这是因为

我国目前的环境规制主要是以命令—控制型为主，

导致企业更多地将节能减排指标、污染排放总量等

作为一种外在压力，而非主动地进行节能减排，这导

致环境规制的效果会有所折扣。
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呈显著负相

关，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的提高。这是因为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公众的环保意识日益趋强，企业会更加注重社会责任，

更倾向于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开发环境友好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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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合消费者需求。同时，人均收入的增加也为公众

偏好价格相对较高的绿色产品提供了购买力支撑。
科技投入对城市绿色发展无效率的影响显著为

负，说明科技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且有力地推动绿

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事实上，科技投入无论是对传

统技术的革新带来城市经济效益的提升，还是对绿

色技术的推动带来城市环境效益的提升，都会对城

市发展绿色效率带来积极影响。

五 结论

产业集聚不仅对城市发展的经济效益产生正负

影响，也会对城市发展的环境效益产生正负作用。
因此，分析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需要从

经济方面和环境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本文从绿色发

展效率的视角出发，以中国 96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产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绿色发展的综合效应。
结果显示: 2006 －2011 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平

均值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绿色发展效率高的城市多集

中在东部，而中西部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相对较低;

产业集聚和绿色发展效率呈 U 型关系，随着产业集聚

的增强，绿色发展效率先降低后升高，当产业集聚达

到一定水平后，可以提升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对城

市的绿色发展起积极作用; 此外，科技投入和经济发

展水平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有显著影响，而对外开

放程度和环境规制的影响则不显著。

【Abstract】 By SBM direction distance function，this es-
say measures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of 96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of China during 2006 － 2011，and studies the com-
prehensive effect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city green devel-
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
cy is significantly improved，but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creases too; High efficiency of cities are mostly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China;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green de-
velopment efficiency have a U － type relationship． The green de-
velopment efficiency increases firstly and then decreases with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creasing． When industrial agglomera-
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it will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city
green development; In addition，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 and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development，and the
impact of opennes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not signifi-
cant．
【Key words】 urban green development; industrial ag-

glomeration; green development efficiency; influence factors

参考文献

［1］ 王兵，吴延瑞，颜鹏飞．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J］． 经济研究，2010( 5) : 95 － 109

［2］ 李斌，彭星，欧阳铭珂． 环境规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

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基于 36 个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中国工业经济，2013( 4) : 56 － 68

［3］ 李玲，陶锋． 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

素———基于 SBM 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J］． 经济学

家，2011( 12) : 32 － 39

［4］ 梁军． 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新选择［J］． 生产力研

究，2005( 2) : 160 － 162

［5］ 雷鹏． 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 上海

经济研究，2011( 1) : 35 － 45

［6］ 孙久文，叶振宇． 产业集聚下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J］．

中州学刊，2007( 6) : 64 － 67

［7］ 程中华，于斌斌． 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城市数据

的空间计量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 10) : 58 －66

［8］ 孙浦阳，韩帅，张诚． 产业集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

关系［J］． 财经科学，2012( 8) : 49 － 57

［9］ 张云飞． 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J］． 经济地理，2014( 1) : 108 － 113

［10］ 于峰，齐建国，田晓林． 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影响的实证分

析———基于 1999 － 2004 年间各省市的面板数据［J］． 中国工

业经济，2006( 8) : 36 － 44

［11］ 张可，汪东芳． 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交互影响及空间溢出

［J］． 中国工业经济，2014( 6) : 70 － 82

［12］ 刘习平，宋德勇． 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J］． 城市

问题，2013( 3) : 9 － 15

［13］ 李筱乐． 市场化、工业集聚和环境污染的实证分析［J］． 统计

研究，2014( 8) : 39 － 45

［14］ 陆铭，冯皓． 集聚与减排: 城市规模差距影响工业污染强度的

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2014( 7) : 86 － 114

［15］ 杜震，卫平． 集聚经济、外部性治理与城市工业排放效率［J］．

城市问题，2014( 10) : 23 － 28

［16］ 闫逢柱，苏李，乔娟． 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考察———

来自中国制造业的证据［J］． 科学研究，2011( 1) :79 －83

［17］ Tone，Kaoru． Dealing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in DEA: A

Slacks2based Measure ( SBM ) Approach［J］． The Operations

Ｒesearch Society of Japan，2003( 5) : 44 － 45

［18］ Fukuyama H，William L． Weber． A Directional Slacks － based

Measure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J］． Socio － Economic Plan-

ning Sciences，2009( 4) : 274 － 287

［19］ 李小平，卢现祥，陶小琴． 环境规制强度是否影响了中国工业

行业的贸易比较优势［J］． 世界经济，2012( 4) : 62 － 78

［20］ 张中元，赵国庆． FDI、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基于中国省

级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 ( 4 ) : 19

－ 32

［21］ 郑江淮，高彦彦，胡小文． 企业“扎堆”、技术升级与经济绩

效———开发区集聚效应的实证分析［J］． 经济研究，2008 ( 5 ) :

33 － 46

( 编辑: 丛 琳; 责任编辑: 刘媛君)

·45·

《城市问题》2015 年第 10 期 产业集聚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